
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６期

ＪＯＵＲＮＡＬ　ＯＦ　ＲＥＮＭＩＮ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　ＯＦ　ＣＨＩＮＡ　 Ｎｏ．６　２０１３

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
学科地位的形成

———１９５０—１９５７年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与贡献

吴惠凡　刘向兵

［基金项目］　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（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）项目成果；中国人民大学教

育管理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“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”（１３ＸＮＤ００１）

［摘要］　从１９５０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到１９５７年最后一批专家离开，苏联专家在中 国

人民大学的创建及学科地位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。当 时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办 学 模 式，从 专 业 设 置、人 才

培养、师资培训、教材 编 写 到 科 学 研 究，几 乎 都 是 在 苏 联 专 家 的 指 导 下，参 照 苏 联 模 式 建 立 起 来 的。在

１９５４年召开的 “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”上，高等教育 部 肯 定 了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在 学 习 苏 联 方 面 所 取

得的成功经验，号召全国其他高校 向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学 习，由 此 确 立 了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在 财 经、政 法、马 列 主

义哲学等领域的学科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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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４９年新 中 国 成 立 后，如 何 把 中 国 建 设 成

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成为摆在中国共产

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。一方面，以美国为首的

西方国家不 承 认 新 中 国 的 主 权 和 地 位，在 政 治、
经济、文 化 等 方 面 展 开 封 锁，迫 使 新 中 国 实 行

“一边 倒”政 策，与 苏 联 结 成 同 盟；另 一 方 面，
苏联进行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已 有３０多 年 历 史，并 且

取得了巨大成就，积累了丰富经验。因此，苏联

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，自然而然地成为

新中国建设可供参照的模板。
在改造旧 教 育、建 设 社 会 主 义 新 教 育 方 面，

苏联有着丰富的经验，并且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

论和制度。因此，借鉴苏联经验被认为是中国建

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。为了更好地

学习苏联教育经验，中国政府在向苏联派遣大批

留学生的同时，也聘请了许多苏联教育专家来华

指导工作，并最先指定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

业大学作为学习苏联经验的两所院校。本文将回

顾１９５０—１９５７年苏 联 专 家 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展 开

的教学指导工作，分析苏联专家在当时中国人民

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。

一、中国人民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概况

１９４９—１９５２年是 对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设 立 的 高

等院校进行全面接管和改造的重要时期。当时接

管的２０５所高校，普遍存在 “规模小，分布不合

理，系 科 庞 杂，层 次 比 例 不 当”［１］（Ｐ４８７）等 问 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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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且这些高校大多以英美大学为样板，在办学理

念、系科设置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和教学制度

上存在许多弊端，同当时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

的国家建 设 需 要 差 距 较 大。因 此，改 造 旧 教 育、
发展新教育成为这一阶段国家的一项主要任务。

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，国家明确

提出要借助苏联经验来建设新中国的教育，其中

特别指出： “创办人民大学的任务，是接受苏联

的先进经验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

种建设干部”，“这将是新中国的完全新式的高等

教育的起点”。［２］（Ｐ６８４）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，中央人

民政府 政 务 院 在 《关 于 成 立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决

定》中也明确指出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育方针应

是 “教学与实际联系，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

合”［３］（９５）。因此，作 为 一 所 新 型 的、正 规 的 社 会

主义大学，中国人民大学在建校初期就聘请了苏

联专家来校指导工作。这些专家分布在各个学科

领域，并被安排在各教研室担任科学指导员和主

讲人，帮助各系制订教学计划，为中国教师和研

究生讲课，指导他们编写讲义和教材，引导他们

开展科学研究。苏联专家的工作与实践对中国人

民大学建校初期的师资培养和学科建设起到了重

要作用。
当时，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苏联专家无论

是人数、层次还是涵盖面，在全国高校中都处于

前列。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苏 联 专 家 的 数 量，１９５０—

１９５１年为４１名，１９５１—１９５２年为４８名，１９５２—

１９５３年为４２名［４］（４９），这三年是苏联专家大规模来

校指导工作的阶段。１９５３年暑假，部分苏联专家

回国，１９５３—１９５４学年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

专家人数减至２１人。在随后的几年里，受到政治

环境 的 影 响，苏 联 专 家 人 数 逐 渐 减 少。１９５６—

１９５７学年，仅剩７名专家，这也是这批苏联专家

在中国 人 民 大 学 执 教 的 最 后 一 年。从１９５０年 到

１９５７年，中国人 民 大 学 先 后 聘 请 了９８名 苏 联 专

家，是全国聘请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高校。［５］（Ｐ７８）

从学科分 布 看，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先 后 聘 请 的

９８名苏联专 家 除４名 校 长 顾 问，其 他 人 根 据 专

业被分配到各个系科，其中哲学５人，政治经济

学７人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１０人，计划统计５
人，工业经济５人，农业经济３人，财政贸易１５
人，法律１０人，外 交５人，新 闻２人，档 案１

人，俄语２６人。［６］除了俄文系的苏联专家人数最

多外，讲授政 治 理 论 必 修 课 的 苏 联 专 家 也 较 多，
他们不仅 为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青 年 教 师 和 学 生 授

课，还经常公开发表报告、讲演，在国内其他高

校的师资培训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。当年来到中

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全面负责学校各系、各教

研室核心必修课程的讲授和教学指导工作，全校

唯一专门由中国教师指导的必修课只有两门，即

中国革命史和体育教育。

二、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大学

学科建设的贡献　　　　

　　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这批苏

联专家的一系列实践活动，推动了学校教学科研

工作的开展。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的最初

三年，即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，苏联专家在学校各

类计划的制订及各项制度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至

关重要的作 用。当 时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办 学 模 式，
从专业设置、人才培养、师资培训、教材编写到

科学研究，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，参照

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。因此可以说，苏联专家奠

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的基础。
（一）专业设置

１９５０年６月，在 第 一 次 全 国 高 等 教 育 会 议

上，教育部聘请的苏联总顾问阿尔辛杰夫就苏联

高等教育制度做出了如下说明： “苏联高等教育

的改变，是将大学从培养抽象的广泛的人才改变

为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的机构”，“苏联的高等教

育重心 是 放 在 学 院 上 的，学 院 培 养 各 类 专 业 人

才”。［７］这就是说，苏联高等教育的改革是按照国

家建设的需要，把原有的专业划分成若干具体的

专业，并且以学院为组织教学科研工作的基本单

位，强调学院的能动性和自主性。这种以培养专

门人 才 为 目 标，注 重 专 业 分 科 的 教 育 思 想，是

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关于学科建设的最初表述，明确

了学科设置和学科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基本方略。
苏联的这种办学理念直接影响到我国高等教

育改革的思路和方向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主管

高等教育的干部普遍认为，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

是为了满 足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需 要 而 进 行 的 实 践 教

育，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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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各类专门技术人才服务。在这一办学理念的

指导下，“我国高等教育形成了以 ‘专才’培养

为目标，以专业设置为中心的教学制度和以计划

运行机制为主要特征的中央集权管理制”［８］。
作为一所社会主义新型大学，这一办学指导

方针在中国 人 民 大 学 同 样 有 所 体 现。建 校 初 期，
学校所设的系科都是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且与

国民经济建设需求联系较为紧密的人文学科和社

会科学学科。１９４９年年底至１９５０年年初，苏 联

专家帮助中国人民大学拟定了各项工作计划，明

确了最初的系科设置，其中最先设置的大学本科

有经济系、经济计划系、财政信用借贷系、贸易

系、合作社 系、工 厂 管 理 系、法 律 系 和 外 交 系，
后来又增设 了 国 民 经 济 计 划、农 业 经 济 等 专 业。
此外，中国人民大学还设有专修班，包括经济计

划、财政信用 借 贷、贸 易、合 作 社、工 厂 管 理、
统计、外交、教育、法律等班。［９］（Ｐ９５）随后，又开

设了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专业，并且

很快开办了相应的研究生教育。上述专业都是培

养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急需人才的专业，并

且也是最需要向苏联学习的专业。
与此同时，在各个系科之下，中国人民大学

又参照苏联 模 式 建 立 起４１个 教 研 室。教 研 室 作

为高等学校的基本教学组织，围绕相关专业和课

程设立，如经济计划系根据专业细分，设立了统

计、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组织、农业学、国民经济

计划、经济地理五个教研室。［１０］从当时中国人民

大学的教研室设置来看，诸如财政、统计、贸易

经济、工业经济、国民经济计划、工业企业组织

与计划、刑法、民法等，都是与实际联系较为紧

密、社会需求十分迫切的专业。因此，尽管不是

理工科院校，但中国人民大学的专业设置还是体

现了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特征。
教研室的设立，为各个专业的教学组织和教

学管理提供了便利，也为苏联专家全面指导学科

建设提供了便利。当时，中国人民大学几乎所有

教研室都有苏联专家，他们全面参与教研室的日

常工作，包括制订教学计划和讲授大纲、编写教

材、集体备 课、日 常 教 学、指 导 实 验 和 生 产 实

习、开展科学研究等。通过教员的集体讨论和苏

联专家的集中指导，保证了学校教学工作的顺利

开展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，促成了学校科研工

作的起步，有效推进了学科建设和发展。
（二）人才培养

在专业设置的基础上，苏联专家还全面参与

到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和实施过程中。从招

生对象、课程体系到具体培养模式的设计，苏联

专家及其带来的苏联经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苏联专家认为，工人和农民是国家建设的主

要力量，要加强他们的文化素养，为他们提供接

受高等教育的机会。因此，作为具有 “造就革命

的先锋队”这一传统的中国人民大学，在人才培

养上坚持了 “向 工 人 和 农 民 敞 开 大 门”的 理 念，
在实现工农干部知识化方面积极向苏联取经，为

广大工农学生提供接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。
在办学体制和课程体系上，学校在苏联专家

的指导下，根 据 建 校 初 期 的 生 源 特 点 进 行 设 计，
将校内办学和校外办学、脱产学习和不脱产学习

结合起来，建立了多种学制、多种形式和多种规

格的办学体制，既设有培养师资和高层次人才的

研究生班，又 设 有 系 统 培 养 专 门 人 才 的 本 科 班，
还有为提高领导干部政治水平和管理能力的专修

科，另外还设立了预科、工农速成中学，帮助文

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补习文化知识。
在教学计划的制定上，苏联专家针对中国人

民大学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国的国情，结合苏联高

等院校的办学经验，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规划和设

计。当时，学校各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基本上都是

以苏联相应的教学计划为蓝本进行编制的。编制

这些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是 “政治理论课与专业

课相结合，专业课与基础课相结合”，“无论哪一

种专业都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专业所需的

一般科学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，并在此基础上加

深专门的具体业 务 和 技 术 的 教 育”，同 时 重 视 通

识教育，如为了加强学生对国家政权的理解，培

养学生遵纪守法的精神，学校在法律以外的各个

专业也都设有国家与法权基础等课程。［１１］

在具体授课方式上，苏联模式也成为中国人

民大学的参照样本，特别是公共课的教学，几乎

完全效仿苏联大学的模式。其中，对国内其他高

校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、政治

经济学、中国革命史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

这四门政治理论必修课。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整个

课程体系的核心，这四门课沿袭了苏联高等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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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系中的意识形态性质，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思想

政治必修课的范例，兄弟院校的教师纷纷来校听

课，将这种授课模式移植到各自的学校。
此外，苏联专家还将习明纳尔 （课堂讨论）、

口试、四级计分制、生产实习等人才培养模式引

入中国人民大学。这些模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实践

以后，结合中国情况不断加以调适，并由此推广

至国内其他高校，其中的许多成功做法 （如生产

实习等）帮助中国在各领域培养出一大批建设人

才，并且一直延续至今，成为国内各个高校的基

本人才培养手段。
（三）师资培训

当年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有一项最

为紧迫的任 务，就 是 帮 助 学 校 培 养 合 格 的 教 师，
以便将来接替他们的工作。为此，苏联专家将主

要力量放在培养教师与研究生上。他们通过为青

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讲座的形式传授知识，并形

成了 “边教边学”的培养模式，即苏联专家前一

天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课，这些青年学者消化

吸收以后，第二天就到课堂上给本科生讲授这部

分内容。
通常情况下，苏联专家每周为教师授课一到

两次。这些教师听完课后，通过查阅原著，补充

联系中国实际的内容进行讲授，以便中国学生理

解。［１２］如讲授政治经济学，当讲到各种经济法则

时，就需要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的特点，分析它们

如何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；讲授马

克思列宁 主 义 基 础 和 辩 证 唯 物 论 与 历 史 唯 物 论

时，则需要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，从本质

上批判 “左”、右 倾 机 会 主 义 思 想。［１３］究 竟 应 该

在课堂上联系哪些实际，以及应该如何联系，这

些问题都 需 要 在 课 前 的 集 体 备 课 时 加 以 充 分 讨

论，结合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，统一进行准备。

１９５２年以 前 基 本 上 都 是 采 用 这 种 先 由 专 家

给教师讲课，再 由 教 师 给 学 生 讲 课 的 授 课 模 式，

１９５２年以后 逐 渐 转 变 为 由 专 家 为 教 师 作 专 题 讲

授和系统辅导，以教研室科学指导员的身份指导

教师备 课 及 开 展 科 学 研 究。［１４］（Ｐ７８）通 过 这 种 “边

教边学”的方式，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迅速

培养了 一 大 批 青 年 教 师。１９５１年１月，苏 联 专

家来校仅一年后，苏 联 顾 问 安 德 里 昂 诺 夫 （Ａｎ－
ｄｒｉａｎｏｖ）在向中央政务院作报告时就指出，中国

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在学校各专业领域共培养了

２７５名教师和２１７名研究生，以及国内其他高校

的进修人员１２７人。［１５］这些教师和研究生不仅壮

大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师资力量，同时也成为全国

各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学骨干。
其他高校的教师来中国人民大学听课成为苏

联专家进行师资培训的一种有效形式。由于苏联

专家人数众多，专业分布广泛，当年全国许多高

校的教师都曾 到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听 苏 联 专 家 讲 课，
其中不乏各学术领域的知名学者。一些高校还统

一组织教员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课，如北京大学哲学

系。中医大学、河南大学、东北人民大学、商业专

门学校等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之初，也都曾派大批

教师和管理干部前来学习。［１６］（Ｐ１６４）此外，由于苏 联

专家涵盖了财经专业的各个方面，因此全国其他

财经院校如现在的中南财经大学、东北财经大学

及上海的一些学校，也曾派人来中国人民大学学

习。［１７］（Ｐ１６９）在１９６０年中国人民大学对苏联专家工

作情况的总结中，详细记录了每位专家所作的每

一场报告，其中不乏专门针对国内其他高校的讲

座和培训。后 来 学 校 还 开 办 马 克 思 主 义 进 修 班，
专门负责兄弟院校政治理论教师的进修，授课教师

中也有不少苏联专家。正是因为这些苏联专家的直

接授课，当年无论是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，
还是前来培训或旁听的教师，大都有一种 “小留

学”的体会。①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人民大学在新中国是最

早以开展研究生教育为途径培养师资和高层次人

才的，这些研究生的授课工作大都由苏联专家完

成。７年间，苏联专家为２　５７４名研究生讲过课，

１９５６年以后，培 养 研 究 生 的 任 务 才 由 中 国 人 民

大学的教 师 直 接 承 担。［１８］（Ｐ８９）这 些 研 究 生 毕 业 后

一部分留校任教，成为后来各学科领域的中坚力

量，其余学生则分配到国内其他高校，在这些学

校的学科建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特别是

在财经、政法和哲学领域，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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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５日对余学本教授的采访。余学本为原中国人民大 学 经 济 学 系 系 主 任，１９５２—１９５３年 在 中 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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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大高校，并且大都是其中的

学科带头人。
（四）教材编写

建校初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苏联专家除了

培训 师 资，另 一 项 重 要 任 务 就 是 编 写 教 材。当

时，除了中国通史、中国革命史及某些基础课以

外，绝大部分课程都是以苏联已有的或苏联专家

在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作为基础

进行讲授。［１９］这些教学大纲和教材在思想性上同

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契合，并且包含了苏联三十多

年社会主义建 设 的 经 验 和 科 学 研 究 的 最 新 成 果，
其中的内容同 中 国 的 发 展 道 路 和 国 情 基 本 一 致，
因此教师能够较好地运用这些材料进行教学。同

时，根据 “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”的教育

方针，教师在备课和编写教材的过程中，还适当

加入了联系中国国情的内容。
具体而言，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建

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：首先，苏联专家

带来自己编写的教材或学术著作，由中国教师进

行翻译；其次，苏联专家推荐其在苏联高校教学

时使用的原著，这些原著大都为马恩列斯经典著

作，由中国教师翻译后供学生使用，或让具备一

定俄文基础的学生直接阅读；再次，专家们的讲

座被翻译成中文后，各个教研室的成员也会据此

编写中文教科书，并通过复制，将其作为中国人

民大学乃至全国通用的教材；最后，苏联专家在

校期间经常就各个主题发表演说、报告，或关于

学术，或关于大学管理，人大教务处将这两类材

料整理 并 印 刷 出 来，供 本 校 及 国 内 其 他 高 校 使

用。此外，苏联专家还经常指导学校教师编写符

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，一些教师也会主动参照苏

联的教科书和教学大纲编写教材。
中国人民大学各系各专业的教学工作对苏联

教材的依赖性很大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原系主

任齐一曾指出：“我们开始担任系统的理论讲授

的教师，所以能够基本上完成任务，主要是借助

于苏联的先进教学大纲和材料”。［２０］（Ｐ１０１）在许多教

研室，专业课和基础课的教材及参考资料都是苏

联专家编写的，如教育课作为学校专修科教育班

的一门主 要 业 务 课，其 讲 义 由 波 波 夫 （Ｐｏｐｏｖ）
亲自编写，同时以凯洛夫 （Ｋａｉｒｏｖ）所编 《教育

学》作为主要参考资料，内容十分丰富。［２１］

在讲授四门政治理论必修课的教研室，苏联

专家不仅对课程设计起决定性作用，其编写和推

荐的教材也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全国通用的教

科书。曾 在 马 列 主 义 基 础 教 研 室 工 作 的 云 光 指

出，苏联专家不仅肩负起校内外许多讲演、报告

的任务，还编写了百余万字的教材、讲义，为教

研室积累了宝贵的教学财富。［２２］阅读原著是讲授

这些课程的苏联专家十分推崇的。如在辩证唯物

论与 历 史 唯 物 论 教 研 室，弗 拉 迪 斯 拉 夫·凯 列

（Ｖｌａｄｉｓｌａｖ　Ｋｅｌｌｅ）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４年一直在讲

授 “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介绍”课程，其中的

阅读书目包括马克思的 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、
恩格斯的 《反杜 林 论》、列 宁 的 《唯 物 主 义 和 经

验批判主义》等，这些经典著作在中国人民大学

是教科书，在全国也是哲学专业的公共教材。［２３］

据统计，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７年，在中国人民

大学由苏联专家直接编写或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

写的讲 义、教 材 共 计１０１种。［２４］（Ｐ９２）１９６０年，中

国人民大学在总结苏联专家的工作情况时，对各

系聘请的苏联专家在讲课和教材建设方面的情况

分别进行了统计，其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位专家编

写的教科书、讲稿或教学大纲的名称、页数、翻

译成中文 的 字 数，以 及 对 内、对 外 发 行 的 份 数。
这些材料显示，平均每位专家留下的书稿或讲稿

多达几百页甚至上千页，印数达到数千份甚至上

万份。这 些 书 稿 和 讲 稿 涉 及 面 广，涵 盖 政 治 理

论、财经、政法等诸多专业领域，不仅成为中国

人民大学各个学科的基础教材，还被国内其他高

校广泛采用，成为这些学校最初的教学资料。
（五）科学研究

在中国人民大学，苏联专家对学科建设的另

一个贡献就是培养中国学生从事科学研究。他们

将科学研究看做是提升教学质量、增强学科实力

的重要因素，强调教师的基本能力除了包含讲课

能力，还应包含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。当年中国

人民大学的师生关于科学研究的最初认识，基本

上都是从苏联专家那里获得的。
当时，苏联专 家 作 为 各 学 科 的 科 学 指 导 员，

经常给学校师生发表讲演和报告，其中有一类报

告是关于科学研究的。这类报告不仅奠定了中国

人民大学科研工作的基础，同时也对我国文科科

研工作具有指导意义。苏联专家将科学研究的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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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总 结 为 报 告、论 文、定 期 刊 物 的 写 作 以 及 写

书，指出 开 展 科 学 研 究 “要 很 好 的 理 解 本 门 专

业”，“要有明确而深刻的思想性”，“要收集必须

的材料”，“要正确地分析和综合材料”，“要善于

叙述”。其中 《教学与研究》等刊物的编辑出版，
就是定期刊物写作的一种表现。此外，苏联专家

还详细介绍了开展科学研究的几个基本步骤，即

选择题目、读参考资料、制定写作提纲、再读参

考资料、开 始 写 作、讨 论 和 修 正。从 中 可 以 看

出，苏联专家非常强调文献阅读对于科学研究的

重要性。如今这一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

学学科乃至理工学科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

首要步骤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这类报告中，苏联

专家提出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

经验，尽管当时指的是借鉴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

国家的经验，但这也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的

国际化视角奠定了基础。［２５］

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，布列也夫 （Ｂｒｅｅｖ）在给全校

教员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，指

出只有通过科学研究，教员才能充分掌握和补充

自己所授专业的知识，获得深入分析本门科学中

许多理论问题的技巧，积累知识和材料，把它们

更好地应用到教学工作中去。布列耶夫还明确了

科研工作的性质和任务，并结合各类研究实例分

析了开展科研工作的具体过程，详细介绍了平衡

法、历史法、叙述法、分析法等当年苏联运用较

多的科学研究方法。［２６］对科研工作的重视，体现

了苏联专家对高等院校科研属性的认同，同时也

体现了加强学科体系建构的思想。
在科研体系的实际建设过程中，苏联专家十

分强调组 织 性 和 计 划 性。当 时，学 校 的４１个 教

研室需要分别起草科研计划，根据这一计划给各

个导师和研究生分配科研任务，随后每年年末召

开由学校全 体 科 研 人 员 参 加 的 “科 学 讨 论 会”，
总结研 究 计 划 的 完 成 情 况。在 苏 联 专 家 的 推 动

下，中国人 民 大 学 首 届 “科 学 讨 论 会”于１９５０
年１０月召 开。此 外，各 系 及 各 教 研 室 在 一 些 庆

典日也会召开 “科 学 讨 论 会”，如 十 月 革 命 周 年

纪念日、中苏 友 好 同 盟 条 约 签 订 周 年 纪 念 日 等。
在这些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会作为科研成果编入会

议论文集。如今，主题明确的周年性学术研讨会

已经成为我国各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进行学术交

流的一种重要形式。
可以说，正 是 因 为 有 苏 联 专 家 的 指 导 和 帮

助，中国人民大学实现了较早的科研起步，在诸

多学科 领 域 处 于 理 论 前 沿，不 断 有 最 新 成 果 问

世，这也 奠 定 了 学 校 在 这 些 学 科 领 域 的 领 先

地位。

三、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人民

大学学科地位的形成　　　　

　　１９５４年４月，高 等 教 育 部 召 开 “中 国 人 民

大学教学经 验 讨 论 会”，来 自 全 国１００多 所 高 等

院校及各地党委宣传部和教育局的干部参加了这

一为期九天的全国性会议。会议的主题是介绍中

国人民大学在学习苏联方面的成功经验，激励全

国其他高校更 加 努 力 地 参 照 苏 联 模 式 改 造 自 身。
为此，中国人 民 大 学 的 教 师 和 管 理 干 部 作 了 一

系列关于学 校 在 教 学、科 研 等 领 域 学 习 苏 联 经

验的报告。时 任 高 等 教 育 部 副 部 长 的 杨 秀 峰 要

求各院校根 据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经 验，结 合 自 身

情况制定奋 斗 目 标 和 具 体 计 划，进 一 步 提 高 教

师业务水平，作 好 教 研 室 工 作，用 苏 联 经 验 推

动教学改革。
应各院校要求，中国人民大学同意其有关教

研室和 相 关 院 校 建 立 直 接 联 系，加 强 支 援 与 合

作，帮助其他 院 校 利 用 苏 联 经 验 推 进 学 科 建 设。
各高校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做法和成就表示肯定与

赞赏，复旦大学的代表认为 “中国人民大学从无

到有，积累了很好的经验，为全国高等学校起着

示范和指导作用”；云 南 大 学 的 代 表 认 为 “研 究

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，就可以找出自己工作中

的缺点、甚 至 错 误 的 原 因”；北 京 大 学 校 长 马 寅

初在小组会上明确表示： “今天使我更清楚地了

解到党中央在一九四九年解放之初即决定成立中

国人民大学的重要意义。”［２７］（Ｐ１０－１１）

来自上级领 导 部 门 和 其 他 院 校 的 高 度 评 价，
肯定了建校初期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所取

得的阶段性成效，明确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

等院校教 学 科 研 和 学 科 建 设 中 的 示 范 和 引 领 作

用，同时也 确 立 了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在 财 经、政 法、
马列主义哲学等领域的学科地位。这些学科地位

的形成，同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努力密不可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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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在马列主义哲学领域，中国人民大学的课

程体系、教学大纲等成为全国其他高校参照的样

本，这些都是 在 苏 联 专 家 的 指 导 下 建 立 起 来 的。
一方面，苏联专家帮助相关教研室建立了一套教

学方法和教学制度，包括凯列在内的苏联专家亲

自授课。在他 们 的 教 导 下，截 至１９５３年，中 国

人民大学共培养了２０６名马列主义教员， “除本

校外，还分布到全国从东北到西南、从新疆到东

海岸的五六十个高等学校之内，其中大部分已经

开始教课，一部分已成为领导骨干”［２８］。而马列

主义研究班开办七年，共培养了２　５００多名研究

生，为国内各高校输入了大量师资。［２９］因此，凯

列也被称为 “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

的重要奠基人”，中 国 从 事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教 学

与研究的著名哲学家，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

的学生，如萧前、黄楠森等。
另一方面，由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翻译或在苏

联专家指导下编写的马列主义理论教材，被国内

其他高校广泛用于理论学习和日常教学，并成为

他们日 后 编 写 相 关 教 材 的 “母 本”。据 统 计，到

建校五周年时，中国人民大学翻译或编写的以马

列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，已经印刷

了７６５万册，其中大多被各高校拿去参考或者使

用。［３０］杨秀峰肯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在选用苏联材

料编写教材方面取得的成绩，号召国内其他高校

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，他指出： “中国人民

大学的各门课程的教材，有的是直接从苏联翻译

过来的，有的是教师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自己编写

的，这些材料都可供各院校参考使用。我们应从

这些教材中，特别是从直接取之于苏联的教材中

学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的范例，来独

立解决各门课程的编写问题。”［３１］（Ｐ６）

在其他学科领域，苏联专家也为中国人民大

学学科地位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极大努力。在法

律系，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，参照苏联模式在全

国率先设立 了 民 法、刑 法 等 本 科 和 研 究 生 专 业，
并设立了刑法、民法、国家法、国际法、国家与

法权原理、国家与法权史６个教研室。完备的专

业分科 和 系 统 的 培 养 模 式，吸 引 北 京 大 学 法 律

系、复旦大学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学院等国内一批

政法院校纷纷选派教师前来培训，并采用中国人

民大学的教材和教案进行授课。

１９５４年，高 等 教 育 部 进 行 院 系 调 整 后，将

中国人民大学的 任 务 进 一 步 明 确 为 “培 养 财 经、
政法及俄文干部和高等学校师资”，“改造和提高

高等学 校 现 有 的 财 经、政 法 师 资”，以 及 “培 养

马列主义师资及研究生”。［３２］（Ｐ１２６）这在一定程度上

明确了中国人民大学在财经、政法、马列主义哲

学等苏联专家分布较为密集的学科领域所处的指

导性地位。其中一些专业，如中国人民大学会计

系的前身———１９５０年 在 苏 联 专 家 指 导 下 建 立 的

会计专业，成为当时高等院校的样板专业，在新

中国会计 人 才 培 养 和 学 科 建 设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

用。［３３］（Ｐ５２３）学校还在 苏 联 历 史 档 案 学 家 谢 列 兹 聂

夫 （Ｓｅｌｅｚｎｅｖ）的指导 下 创 立 了 档 案 学 专 业，并

使其发展 成 为 全 国 性 的 专 业。另 外，工 业 经 济、
贸易经济、党史等专业都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成

为全国相关专业的建设模板。

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，由于政治环境的变

化，苏联专家逐步离开中国，中国人民大学的苏

联专家 数 量 也 相 应 减 少。随 着１９５７年 彼 得 洛 维

奇·约尼季 （Ｐｅｔｒｏｖｉｃｈ　Ｉｏｎｉｄｉ）及其他５名苏联

专家的离去，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全面指导

工作的时代宣告结束。

四、结语

国内外教育学家曾经指出，教育作为社会的

有机组成部分，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政治、经济

和文化因素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学习苏联经验是

国家建设的基本方略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， “既

有国际政治因素，又有国内经济因素，还有其他

诸如缺乏理 论 指 导、缺 乏 建 设 经 验 等 因 素”［３４］。

作为一个新生的人民民主国家，中国当时既面临

社会主义改造任务，也面临现代化建设任务。要

完成这双重的历史任务，最现实和最便捷的方式

就是向已经取得一定经验的苏联学习，高等教育

也不例外。作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最早学习苏联经

验的中国人民大学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及其工

作实践，对学校的制度完善和学科建设起到了引

导和推动作用。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，中

国人民大学探索出一套苏联模式和中国实际相结

合的新型学科体系，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

大量人才，这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意 义 十 分 重 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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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这些系科，成为

中国人民大学乃至整个中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的

最初模型，其中许多专业和系科也成为后来中国

人民大学的强势专业和系科，成为国内其他高校

建立相应学科的范本。
尽管当时在高等教育领域对苏联经验的学习

存在一些问题，如一定程度上的 “全盘接收”和

“照搬照抄”，使得苏联经验同中国情况的联系不

够紧密；由于 学 习 苏 联 是 一 种 自 上 而 下 的 行 为，
随着中苏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，学习苏联的政策

也随之发生变化，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不能很好

地延续，苏联专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局限；苏

联的高等教育模式本身也存在需要改进和完善的

地方，如 “重理轻文，单科大学与综合大学比例

失当，专 业 口 径 过 窄，不 重 视 学 生 个 性 发

展”［３５］（Ｐ５８）等。然 而，在 新 中 国 建 立 初 期 “内 忧

外困”的情况下，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作为 “人

类文明的 共 同 成 果”，自 有 其 值 得 借 鉴 之 处；苏

联专家在专业设置、人才培养、师资培训、教材

编写、科学研究等方面给予中国人民大学的指导

和帮助，也确实有效推动了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

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学科地位的形成，为新中国高

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随着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，中国人民大学

开始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学科建设模式，并

将学习视角放 眼 于 包 括 欧 美 在 内 的 更 广 阔 领 域。
经过后来６０年的发展，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成 为 “中

国人 文 社 会 科 学 高 等 教 育 的 一 面 旗 帜”。在

２０１３年初教育部学位 与 研 究 生 教 育 发 展 中 心 发

布的全国第 三 轮 一 级 学 科 评 估 结 果 中，中 国 人

民大学 的 理 论 经 济 学、应 用 经 济 学、法 学、政

治学、社会 学、新 闻 传 播 学、统 计 学、工 商 管

理、公共管理９个 一 级 学 科 排 名 全 国 第 一，哲

学、马克思主义 理 论、农 林 经 济 管 理３个 一 级

学科排名全 国 第 二，排 名 第 一 的 一 级 学 科 总 数

位居全国高校第 三 位。［３６］这 一 优 势 地 位 的 奠 定，
同建校初期来 到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的 苏 联 专 家 的 帮

助密不可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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